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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

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

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

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

——恩格斯(1890/1971：461-462)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出现舆论极

化和社会分裂的趋势，以美国最引人注意 (刘瑜，

2018；Jones，2019；Pew Research Center，2018；Pew
Research Center，2014)。许多研究者相信，舆论极

化、社会分裂与新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出现密切

相关，因为新传播技术改变了社会信息的流动结构，

为基于派别观点和身份的信息选择与分享(selective
exposure and sharing)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可能

(Prior，2013；Sunstein，2001；Baum & Groeling，2008；
Lee，Shin & Hong，2018)。果如此，新的信息流动结

构便可能瓦解人们共同生活所需的凝聚力，将社会

分裂为派别纷争的一地碎片。

我们能否对抗或者怎样适应这一传播环境的变

迁？通过对人工社会莫尔国的模拟，本研究试图观

察社交媒体与舆论演变的关系。

一、背景和研究问题

恩特曼(Robert Entman)和尤舍尔(Nikki Usher)曾
(过于理想化地)提出所谓“倾泄式”(cascading)模型，

用来描述美国的传统信息流动结构(Entman，2004；
Entman & Usher，2018)。模型中，派别精英自上而下

向建制化主流媒体输出信息；相对独立于党派的

主流媒体再向公众输出信息；彼此观点不同但未

区隔的派别公众从主流媒体得到 (经新闻专业主

义)过滤的精英信息。不同派别公众通过市场机

制，自下而上地向主流媒体输入信息偏好，主流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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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再以舆论气候的形式向统治精英反馈公众意

见。理想状态下，建制化主流媒体或可抑制派别

精英对信息的肆意操纵，并通过反馈向决策者施

加压力或提供参考，纵向维护上下层之间的控制/
反馈联系，横向保持派别群体斗而不破，避免社会

基本共识的瓦解。

不晚于八十年代中期，先是在美国，继而在许多

国家，信息流动结构出现变化：(1)主流或建制化媒

体的派别化，例如，新出现的传播渠道(如有线电视)
加剧了媒体竞争，越来越多的节目不再为新闻专业

主义所缚，转而提供派别化新闻(Bennett & Iyengar，
2008；Coe，et al.，2008)；(2)信息交流的选择化，由于

网络和移动技术的普及，通过留言、发帖、发布博客/
微博、使用社交媒体等方式，个体能够自主选择关注

什么，表达什么，和谁交流(Baum & Groeling，2008)。
恩特曼和尤舍尔提出另一个模型来描述这些变

化(Entman & Usher，2018)。新模型由派别精英、主流

媒体、派别媒体和完全区隔的派别公众构成。派别

精英向主流媒体，也向派别媒体和派别公众输入信

息(如特朗普的推特)，派别媒体再把派别信息传送给

对应派别公众，抑制了主流媒体的影响力。更引人

注目的是，新模型有了所谓“公共通道”部分，即社交

媒体。通过“病菌式散播”(viral spreading)，社交媒体

提升个体之间相互影响的可能，依据派别偏好，公众

得以形成同质信息的交流场域。

信息流动结构的变化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后

果？乐观派相信，自主信息选择为不同群体，特别

是弱势群体，创造了更多表达机会，有助于不同派

别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为思想市场带来“人民

的声音”(Fishkin，1995；Fiorina，Abrams & Pope，2006；
DiMaggio，Evans & Bryson，2006；Coleman，2003；Mutz，
2006)。悲观派认为，由于天性中有肯定已有信念，

维护身份认同的“确认偏见”(confirmation bias)，人们

更乐于“选择与自己信念相符的信息”(Plous，1993；
Nickerson，1998；Darley & Gross，1983)。因此，选择

性接触未必带来不同观点的交流，更可能，它制造

出派别观点的“回音室”(echo chamber)，推动原有信

念内卷的“信息茧房”(cocoon)(Stroud，2008；Sunstein，
2007)。悲观派还指控，新媒体经营者会从数据中侦

获用户的信息偏好，用算法制造出推送来迎合偏好

“过滤器泡沫”(filter bubble)，变本加厉地强化信息

同质性(Pariser，2011)。果如此，社交媒体将减少群

体间的交流和理解，危及社会凝聚力 (Sunstein，
2001，2017；Coe，et al.，2008；Allcott & Gentzkow，
2017；Gossart，2014)。

社交媒体必然带来舆论极化吗？若不尽然，在

什么样的条件下，社交媒体应对舆论极化乃至社会

分裂负责？

二、选择性接触与舆论演变：从经验证据到计算

模拟

相关经验研究中，多数证据表明，选择性信息接

触可能是舆论极化的重要肇因，也有证据显示，舆论

极化有赖于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

(一)选择性接触普遍存在

在对有线电视频道观看(Coe，et al.，2008)，全国

性电视台观看(Iyengar & Hahn，2009)，新闻网站和微

博访问(Kaye & Johnson，2016)，以及社交媒体中新闻

转发行为的观察中(An，Quercia & Crowcroft，2013)，
研究者发现选择性媒体/信息接触行为普遍存在。

(二)政治观点、派别身份主导选择性接触

在对时政新闻选择、转发和评价行为中，研究

者反复观察到，选择性接触和分享多由党派身份认

同和政治观点驱使 (An，Quercia & Crowcroft，2013；
Hasell & Weeks，2016；Hong & Kim，2016；Stroud，
2010)。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主张，群

体身份认同在个体对外部信息的判断中影响显著

(Tajfel & Turner，1979)。许多时候，无论质量，只要新

闻或评论来自其他派别，便被视为含有敌意或偏见

(Gunther，McLaughlin，Gotlieb & Wise，2012；Vallone，
Ross & Lee，1985；Matheson & Dursun，2001；Cohen，
2003；Hogg & Reid，2006；Reid，2012)。不过，同属一

派别的人观点近似，却未必相等。社会判断理论

(Social Judgment Theory)主张，个体更可能接受与自

己观点相近的外部信息 (Hovland，Harvey & Sherif，
1957；Sherif，Sherif & Nebergall，1965)。甘瑟 (Albert
Gunther)等人发现，在接受影响时，信源派别身份固

然重要，外部观点与接收者观点之间的接近性同样

影响明显(Gunther，McLaughlin，Gotlieb &Wise，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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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选择性接触或导致舆论极化

社会影响理论(Social Influence Theory)主张，通

过频繁交流，人们在信念、态度和行为等方面会趋于

相似(Festinger，1957；Axelrod，1997)。社会认同理论

主张，同群体或派别成员的交流会强化派别身份认

同，而派别认同会诱导派别成员做出基于派别身份

的判断(Tajfel & Turner，1979)。群体决策研究者还发

现，与个体选择相比，经过同群体成员讨论后形成的

选择，常会趋于极端(Sunstein，2002；Isenberg，1986)。
沿循类似思路，媒体研究者斯特罗德(Natalie Stroud)
发现，就时政信息而论，虽然新闻性质、可供选择的

媒体的多样程度、报道内容特征、党派身份等多种因

素都会影响信息选择，派别化政治观点带来的影响

最为明显(Stroud，2008)。丹德卡(Pranav Dandekar)等
人观察到，派别身份认同驱动下的选择性接触会

造成信息同质化，而同质信息常会带来派别观点

极化(Dandekar，Goel & Lee，2013；Nie，Miller，Golde，
Butler & Winneg，2010)。许多研究者还显示，派别

身份认同越强，个体便越可能从维护派别立场的

动机出发做出推断(Hart & Nisbet，2012；Lee，2007；
Dalton，Beck & Huckfeldt，1998；Vallone，Ross & Lee，
1985；Matheson & Dursun，2001；Cohen，2003)。

(四)抑制派别化信息选择的因素

派别化选择性接触远非“完美”，一些因素可能

抑制选择的派别性。研究发现：(1)社会背书(点赞、

转发、阅读数量等)(Messing & Westwood，2012)；(2)故
事新颖程度(Garrett，2009)；(3)信息的政治/非政治性

质以及交流场域的区别 (Yan，Sivakumar & Xenos，
2018)；(4)新媒体传播的随机性 (Brundidge，2010)；
(5)信息传播网络的结构方式(Mutz & Martin，2001；
Liang，2018)；(6)信源的权威性和专业性等，都可能对

派别化信息选择和分享起到抑制或分解作用。

例如，从 80万推特用户新闻转发(选择性分享)
行为中，巴博拉(Pablo Barberá)等人观察到新闻故事

性质的影响(Barberá，Jost，Nagler，Tucker & Bonneau，
2015)。他们发现：(1)遇到政治新闻(如总统大选)信
息分享或交流多在派别相同的用户之间，交流模式

凸显派别差别；(2)遇到非政治新闻(如超级杯大赛)，
交流模式中的派别差别几近消失；(3)面对可能引发

政治争论的非政治新闻(如某校园枪击案)，派别无差

别模式向有差别模式转变(从关注枪击案本身转变

为对控枪法令的争论)。
又如，沃茨扎克 (Magdalena Wojcieszak)和穆兹

(Diana Mutz)注意到社交场域的影响。他们发现，社

交圈有“硬”(如政治、种族和宗教类)，有“软”(如业

余爱好、亲友类)，前者成员彼此的时政观点相似，

后者则远非一致。虽然软圈很少涉及时政话题，却

也提供了接触不同观点的机会(Wojcieszak & Mutz，
2009)。

再如，布兰迪治(Jennifer Brundige)认为，新媒体

传播的特征之一是超越地理边界，包括社会群体、政

治性和非政治性，以及私人与公共场域边界，信息流

动不会局限于意识形态或派别身份划分，新媒体使

用者难免随机接触到不同观点。她发现，此类“无意

接触”(inadvertent exposure)对信息的异质化做出“微

小”，但有意义的贡献(Brundidge，2010)。
另如，社交媒体信息流动网络的结构特征对跨

派别信息分享会有影响。在对推特的分析中，梁海

(Hai Liang)发现，网络的级联深度与跨派别信息分享

概率正相关，即信息分享的级联步骤越多，跨派别信

息越可能被散播(约达到 11％)，虽然达到一定深度

后，这种现象自行消失(Liang，2018)。
此外，依据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ELM)(Petty & Cacioppo，1986；Petty &
Wegener，1999)，对信源权威性的认知是一类判断

新闻信息的重要边缘线索(Hovland & Weiss，1951；
Sternthal，Dholakia & Leavitt，1978；Clark & Source，
2014；Tsfati & Cappella，2003)。新媒体环境中信息庞

杂，职业把关人的缺席，信息可信与否更难辨识。一

些研究发现，信源权威性或专业性有时能够平衡甚

至压倒派别身份认同，成为影响信息接受的重要变

量。由于传统媒体常被认为更具权威性或可信性，

在新媒体时代仍会被许多人信赖 (Mutz & Martin，
2001；Pegoraro，2019；Tandoc，2019；Lee，2010)。林

(Xialing Lin)等人的研究显示，影响社交媒体用户对

信息和信源可信度判断的变量依次为：信源权威性、

派别身份认同、花车效应(从众效应)(Lin，Spence &
Lachlan，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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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会稳定程度影响舆论演化

过往研究多强调派别身份、选择性接触对舆论

极化的影响，但也有发现显示，这种影响并非必然

(Lee，Choi，Kim & Kim，2014)。例如，李立峰(Francis
Lee)相信，选择性接触所具有的仅是一类“极化潜

力”，社会稳定被打破，潜力才会变成现实。他发现，

在社会冲突凸显为分裂性事件(divisive issue)的情境

中，政治精英更可能张扬派别性主张，公众更可能拒

斥不同意见，网上交流更可能情绪化，派别偏见更可

能迭代强化，社交媒体更可能成为极端派别言论的

打斗场(Lee，2016)。
相当数量经验证据支持这样的看法(Lee，Choi，

Kim & Kim，2014；Leeper，2014)。例如，李(Tien-Tsung
Lee)发现，就对媒体的信任和对新闻可信性的判断而

言，意识形态和派别身份的影响固然重要，但广泛的

社会问题，如对政府的信任，对政策的态度，特别是

对经济状态的感受，更为重要(Lee，2010)。使用六十

六个国家1990年到2013年的系列调查数据，格瑞奇

纳(Daryna Grechyna)的研究显示，在涉及经济、社会—

历史以及地理环境的三组指标中，社会信任和收入

不平等水平对政治极化的预测力最强，低信任程度

和高不平等感知之间的交互作用，最可能带来极端

化观点和行为(Grechyna，2016)。
值得提及，在某些条件下，当主流或建制派媒体

失去信誉，公众对社交媒体的偏好会得到放大。美国、

英国、德国、日本和巴西的跨国调查表明，社交媒体

的流行与公众对主流媒体的信任流失相关(Marino，
2015)。美国的数据还显示，公众特别是不满建制派

的保守派公众，更可能对主流媒体持不信任态度，将

社交媒体视为信息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2002；Lee，2010；Marino，2015)。
在一些人那里，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似乎成了一对

彼此排斥的选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指

控建制派媒体散播“虚假新闻”，并使用推特投入竞

选，而他所追逐的选民，恰好是保守派公众。

发生颜色革命的一些国家提供了更为戏剧化的

样例。在那些国家中，贫富冲突、宗教纠纷、官员腐

败和经济低迷由来已久。当社会矛盾通过突发性事

件凸显(如突尼斯小贩布瓦吉自焚，埃及青年萨伊德

被警察虐待致死)，社交媒体便可能压倒主流媒体，

展示出推助观点极化和派别对立的强大能力。这不

仅由于社交媒体无所不在，难以控制，也由于主流或

建制派媒体更可能得到资本或政府支持，易于失去

反体制民众的信任。例如，在以推翻穆巴拉克为目

标的埃及革命中，建制派媒体信誉迅速跌落，以网站

“我们都是萨伊德”为信息聚散平台，反叛者使用社

交媒体传播革命主张，迫使政府不得不关闭网络通

讯服务(Gerbaudo，2013)。在巴林，反对派和政府支

持者通过各自的社交媒体传播派别主张，不断激化

派别冲突，最终导致政府大规模镇压(Jones，2013)。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当社会深陷动荡，社交媒体

不仅是报道新闻、传播观点的工具，也俨然成为广

场对峙的组织平台，推动社会冲突从线上到线下，从

舆论对抗到身体攻击的转变(Chebib & Sohail，2011；
Lotan，et al.，2011)。

(七)从经验证据到计算模拟

已有经验证据可概括为一个关涉新媒体条件下

舆论演变的理论假说：从确认偏见出发，个体对政治

议题的已有看法、派别身份和身份认同强度、经常

接触交流的他人、主动选择和随机接受的媒体信

息、对信源权威性和可信度的判断，特别是由经

济、宗教、意识形态或文化原因造成的社会矛盾或

冲突，都可能影响个体观点变化，最终在社会层面

形成舆论极化。为行文便利，我们称之为“通过社

交媒体，选择性接触导致舆论极化”假说(Selective
Exposure Towards Opinion Polarization Through Social
Media，SOS)。

然而，从一般性理论建构的层面去看，经验研究

大多依赖于截面数据，即便能够发现一组影响变量，

由于具体语境的限定，很难确定每个变量有多少种

可能的参数，更难观察在参数组合不断变化的条件

下，变量间的交互作用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例如，

有关社交媒体与舆论极化的绝大多数证据来自欧美

国家，特别是美国。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差别，移民涌

入带来的族群和宗教对立，福利社会面临的财政

困境，权利革命激活的不同群体身份和价值之间的

碰撞，使欧美主要国家经历着剧烈的意识形态冲突

和社会分裂 (Alvares & Dahlgren，2016；刘瑜，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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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nkenhorn，2018)。由于相关证据在如此具体的历

史条件下和社会语境中获得，让人难免疑虑，当某些

变量(如当下欧美语境中的意识形态冲突)发生变化，

对社交媒体必然带来舆论极化的观察是否依然有

效？换言之，舆论极化、社会分裂究可以充分归因于

社交媒体的出现(因果关系)，还是社交媒体碰巧与特

定时期的社会变迁结伴而来(相关性)？
由于模拟能够制造出脱离具体语境的抽象情

境，寻找更具一般性的理论启示，也由于模拟能够使

用类似于控制实验的方法，通过操纵变量参数来观

察系统中特定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使用行动者模

型(Agent-based Modeling，ABM)，通过模拟重要变量

的交互作用，观察社交媒体是否以及怎样影响舆论

的演化，以此检验SOS。
三、研究方法与莫尔国模型

模拟使用简化方式来表征被关注的对象，以求

降低成本 (如工程模型)，更明确地回答问题 (如简

要交通图)，克服条件限制 (如战争沙盘推演)。模

拟也用来回答社会科学问题，包括社会演化、文化

扩散、信息传播、态度转变、舆论演变、街头骚乱等

方面的问题 (Epstein & Axtel，1996；Axelrod，1997；
Tanford & Penrod，1984；Friedkin & Johnsen，1990；
Shibanai，Yasuno & Oshiguro，2001；Alvarez-Galvez，
2016；Epstein，2002)。随着计算机的普及，使用程序

来模拟社会变化，寻找理论启示，已成为许多研究者

接受的研究进路。ABM是最常见的计算模拟范式。

(一)ABM模拟原理

社会由大量个体行动者(agent)构成，行动者依据

身处的具体境遇，按照相对简单的规则选择行为。

有趣的是，通过无数个体局部互动的不断迭代，自下

而上，会涌现出大于个体和局部的整体化模式。例

如，蚂蚁是十分简单的物种，按照单调的规则行为，

对环境做出朴素的反应。然而，在寻找、搬运食物并

向周围散播信息素的过程中，通过它们的简单互动，

在蚁群中会涌现出社会化分工和协作模式。大体

上，对涌现机制的这种理解是ABM模拟的逻辑基础

(Macy &Willer，2002；Bonabeau，2002；Nowak，Szamrej &
Latané，1990；Gilbert，2002)。

ABM 主要从三方面考虑对社会行为的模拟：

(1)行动者类型；(2)行动者的活动场域；(3)行动者的活

动或变化规则。例如，在对种族隔离的研究中，谢林

(Thomas Schelling)分别用红色和绿色表示行动者(白
人和黑人)，行动者活动范围由许多方格组成，所有

行动者移动服从一个简单规则：当周围与自己颜

色不同的邻居比例达到一个阈值(如临近的 8个邻

居中，同、异色比例可分别设为 4∶4，或 3∶5，或 2∶6)，
行动者选择离开。谢林发现，如此简单的规则竟

产生出高度社会化模式：同色者聚集，异色者分离

(Schelling，1971)。模拟结果说明，无需种族冲突或强

烈歧视，仅通过不难理解、可以接受的简单动机，种

族隔离的居住模式便涌现而来。后续研究又加诸如

房价、学区、收入水平等变量，使模拟更具现实感和

解释力。

依此去看，舆论演化是大量个体观点在彼此之

间，与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之间迭代互动的过程，演

化结果是从这些微观和局部互动中，自下而上涌现

出的宏观或社会模式。对这一过程的ABM模拟应

会有助于观察社交媒体和舆论极化的关系。

(二)莫尔国模型

1.莫尔国领土

使用ABM的编程平台NetLogo(Tisue & Wilensky，
2004；Railsback，Lytinen & Jackson，2006)，我们制造

出一个人工社会。由于模型旨在观察新信息流动

结构是否带来舆论极化，威胁社会稳定，我们把这

个模型称为“莫尔国”，致敬《乌托邦》一书的作者

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莫尔领土

由 40000个大小一致的方格构成，X∈[-100，+100]，
Y∈[-100，+100]。

2.莫尔公民

1000名莫尔人是核心行动者，①每人拥有四个基

本属性：(1)政治观点；(2)派别归属；(3)信息视野；(4)影
响范围。

观点与派别：莫尔公民对政治议题的观点用

数轴表示，观点值刻度∈(-100，+100)。初始状态，

我们设定莫尔公民和他们的观点在数轴上均匀分

布(uniform distribution)。②依据观点值，莫尔人划分

为A、B和N三派。A和B在政治观点上对立，N是中

间派。在同一派别，成员们的观点并不相同，越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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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0，A派观点越极端；越趋近-100，B派观点越极

端；N派观点以 0为中心，向正向和负向扩散。依据

群体间认知研究的发现，派别身份认同强度与派别

观点的坚定程度相关，观点越向派别端点靠拢，越

难被不同派别的观点改变，甚至无法改变 (Hart &
Nisbet，2012；Lee，2007；Dalton，Beck & Huckfeldt，
1998；Matheson & Dursun，2001；Cohen，2003)。初始

状态下，每派约有10％极端分子。

参考社会学研究中的常见假说，如果社会人口

结构呈中间大、两边小的枣核型，位居中间的人数

多，社会相对稳定，舆论相对平和(Mutz，2002；赵鼎

新，2019)，模型用Pn(Partisanship as Measured with N)
表示中间派在观点数轴上的宽度，也表示社会稳定

程度(图 1)。初始状态下，莫尔公民在观点数轴上

分布均匀，Pn越大，中间N派人数便越多。如在高

稳定情境中(Pn=40)，N 观点∈(-40，+40)，40％莫尔人属

于中间派，A 观点∈[+40，+100]，B 观点∈[-100，-40]，人数

各占 30％。在失稳情境中(Pn=10)，N 观点∈(-10，+10)，
仅有约10％的莫尔人属于中间派，A观点∈[+10，+100]，
B观点∈[-100，-10]，人数各占约45％。③

信息视野与影响范围：信息视野描述莫尔个体

对信息的关注和捕捉能力。模型中，每个莫尔人视

野相等，个体视野中心在其所处的方格，半径为5，保
持不变。影响范围描述个体影响他人(包括社交媒

体)的能力。个体传播能力不同，能力强者居少数

(Lazarsfeld，Berelson & Gaudet，1948；Turcotte，York，
Irving，Scholl & Pingree，2016；Winter & Neubaum，

2016)，故模型采用幂律分布(均值=2.5)来决定每个莫

尔人的影响范围。初始状态下，约 50％个体的影响

范围很小(半径＜=2)，少数意见领袖(＜=10/每派别)
影响范围较大(半径＞=10)。只有当个体视野与他人

或社交媒体影响范围重叠或相接，个体才可能受到

他方的影响。主流媒体不受此限制(详见下文)。
外部信息是否抵达个体，称作影响可及性(ac⁃

cessibility)，由信源的影响范围，个体的信息视野和

影响范围决定。在莫尔领土范围，个体间、个体与媒

体之间的距离越小，彼此影响范围交集的可能性越

大，可及性越高，如同在现实中，家人、朋友、志同道

合者更可能相互影响。

移动规则：假定确认偏见是信息接受的优势机

制，信息视野和他方(他人、主流媒体、社交媒体)影响

范围相接条件下，在每次迭代中个体做两种类型的

移动，由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影响决定的移动，由视

野内其他个体影响决定的移动。

第一类移动中，个体向与自己观点差异和与自

己的距离两者乘积最小的媒体的方向移动一格。在

第二类移动中，(1)如果视野范围内有己派个体存在，

向己派数量最多的方向挪动一格；(2)否则，如果有他

派个体存在，朝与他派个体数量最多方向相反的方

向挪动一格；(3)若没有任何派别的个体存在，随机选

图1 初始状态下派别与社会稳定程度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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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一个方向挪动一格。模型还假定，来自媒体或个

体的吸引有某种随机性，两类移动的顺序随机决

定。在每次迭代中，系统随机选取一个莫尔人开始

移动，直到全部莫尔人完成移动。

观点改变规则：使用社会影响理论、社会判断理

论和说服理论框架，坦福德(Sarah Tanford)和潘罗德

(Steven Penrod)、诺瓦克(Andrzej Nowak)等人曾分别提

出模拟个体观点变化算法(Tanford & Penrod，1984；
Nowak，Szamrej & Latané，1990)。例如，在称作社会

冲击理论(Social Impact Theory)的算法中，诺瓦克等

人将外部影响对个体观点改变的力度表示为 i=f
(SIN)，i=影响力度；f=函数；S=信息强度(权威性、说服

力)；I=临近性(距离、时间)；N=信源数量。信息强度

高，在临近地点或时间出现，且具有权威性，信息影

响力度更大。作者对信源数量N亦有考虑。在他们

看来，当个体面对N个信息源，每个信息源的影响力

会变小，即1/N影响力度为 i=f(SIN)/N。

参考经验发现和已有计算模型，莫尔模型设定

了当个体 i受到个体 j的影响，i的观点O的改变量

ΔOi的计算方法如：

若DIFFij＜=LAi∶ΔOi= |

|
||

|

|
||
DIFFij
DISij

*IDi*Tij
若DIFFij＞LAi∶ΔOi=0 (公式1)
ΔOi 由 i 观点值与 j 观点值的差别 (difference，

DIFF)，i与 j之间的欧氏距离(DIS)，i的派别认同强度

(identity strength，ID)，i对 j信任强度(trust，Tij)，以及 i
接受不同观点的阈值 (latitude of acceptance，LAi)来
决定。

与 SIN相似，莫尔模型(1)通过 T引入信源可信

性，即 SIN中的 S；(2)通过DIS引入影响的可及性，即

SIN中的 I；(3)j可能有多个，包括其他公民，主流媒体

和社交媒体，类似于SIN中N。

两模型的区别也很明显：(1)参考甘瑟等人(2017)
的发现，莫尔模型突出了Oi与外部信息差别对ΔOi
的影响，一方面假定相同派别观点对个体具更强说

服力，另一方面也假定，若二者差别超越的接受阈

值(对观点差别的宽容度)LAi，外部影响便会消失。④

(2)考虑到无意性接触机制(Brundidge，2010)，模型假

设或多或少抵达公民 i的所有信息(他人、主流媒体

和社交媒体)都可能对ΔOi产生影响，虽然同派别信

息的影响占优势地位；(3)由于特别关注派别身份—

选择性接触—舆论极化之间的关系，模型不但设定

个体移动方向受到派别身份驱使，也在观点变化算

法中引入派别认同变量，用来体现观点越极端的个

体，越不容易受相反方向观点影响的假设(Cohen，
2003；Tanford & Penrod，1984；Deffuant，Amblard，
Weisbuch & Faure，2002)，模型用派别分界Pn，派别观

点极端值Pe(Partisan Extremity)和个体观点值Oi计算

派别认同强度 IDi(公式2)。⑤

对于A派公民：IDi=a，若DIFFij＞=0；IDi=a-100，
若DIFFij＜0

对于B派公民：IDi=100-a，若DIFFij＞=0；IDi=-a，
若DIFFij＜0

其中：a=50+[50/(|Pe|-Pn)]*(|Oi|-Pn) (公式2)
每次迭代中，系统随机决定先移动所有个体位

置，还是先改变所有个体观点。

3.社交媒体

为了凸显社交媒体与一般莫尔公民的密切联

系，模型没有考虑资本和权力对社交媒体的直接控

制，刻意突出主流媒体的建制化和社交媒体的民间化

特征，令社交媒体在莫尔人群中自动生成。具体言

之，系统运行后，任何影响范围达到设定阈值(＞=10)
的莫尔公民可成为社交媒体。由于意见领袖的初始

影响范围较大，故更可能成为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移动和观点变化规则与其他人一致，

但每吸引10人进入影响范围，社交媒体影响半径扩

大1个单位，若迭代10次后仍未能至少增加1人，影

响半径缩小1个单位，当影响半径＜=2，社交媒体返

回普通莫尔人身份。

社交媒体是莫尔模型中的重要变量，模型通过

有/无社交媒体来操纵。无社交媒体条件下，所有莫

尔公民的影响范围被严格限定在＜=2，不会扩大或

缩小。

4.主流媒体和社会干预

参考过往研究(Alvarez-Galvez，2016)，模型把主

流或建制化媒体设定为影响舆论演化的环境变量之

一。莫尔国有六家主流媒体，初始位置随机分布，保

持不变。假定主流媒体资源丰厚，影响大且相对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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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模型中每家主流媒体是全体莫尔公民的共享信

息源，影响范围覆盖莫尔世界。换言之，无论在任何

位置，莫尔个体都会受到所有主流媒体的影响，虽然

这种影响受到个体与媒体的距离、观点差别和派别

认同的调节(公式1、2)。
派别倾向不仅是主流媒体的重要属性，同时表

示另一重要环境变量：社会干预。为对抗舆论极化

和社会分裂，假定莫尔国可能采取无、弱和强三类策

略来干预主流媒体的派别倾向：(1)主流媒体派别倾

向设定为各派观点的极端值，A=100，N=0，B=-100，
保持不变；(2)无干预允许三种派别倾向出现，A(2家)，
B(2家)，N(2家)；(3)弱干预允许两种派别倾向出现，

A(3家)，N(3家)；(4)强干预只允许一种派别倾向出现，

A(6家)。
5.信任程度

信任程度 T 指莫尔人对外部信源的信任程

度，能够调节外部信息对个体观点变化的影响强

度(公式 1)。
人们对外部信源的信任程度不同，不同信源的

影响强度也因此不同，在某些特殊情境中(如前述美

国和颜色革命样例)，特定信源(如主流媒体)的信任度

可能大幅度降低(Lee，2010)。为观察主流媒体失信对

舆论演化的影响，模型设定，在一般情境中，所有莫尔

人、主流和社交媒体信任程度T都为 0.02，在主流媒

体失信的特殊情境中，T 主流媒体=0.005，T 人际和社交媒体=
0.05，前者仅为后者的1/10(表1)。

(三)情境模拟

调整变量参数的组合方式，莫尔国模型可以生

成许多情境。篇幅所限，我们仅模拟与研究问题紧

密相关的九种情境(表1)。
模拟操纵：(1)无社交媒体(情境 1、4、7)和有社交

媒体(情境2、5、8)，前者是后者的对照情境，在大部分

社会中很难真正出现；(2)对主流媒体派别倾向干预

程度，主流媒体保信誉条件下的无干预(情境1、2)、弱
干预(情境4、5)和强干预(情境7、8)情境，以及主流媒

体失信条件下的特殊情境(情境3、6、9)；(3)每种情境

中的社会稳定程度，Pn∈(40、30、20、10)。
(四)舆论和社会极化倾向测量

比较从初始到结束状态的均值变化率，我们使

用三个指标测量舆论极化和社会分裂程度：

1.对立A和B两派观点均值之间距离的变化率，

正向意味派别观点极化倾向增强，负向意味派别观

点极化倾向逆转。

2.对立A和B人数之和的变化率，正向意味中立

派N人数减少，莫尔社会派别化程度增强，负向意味

派别化程度逆转。

3.对立派别A和B中观点极端者之和的变化率，

正向意味观点极端者增多，派别间协商或妥协的可

能性降低。

莫尔人移动和观点变化规则涉及随机性，模型

每次运行的结果会有一定差别。为保证数据的代表

性，模拟每一情境时，系统随机抽取一个莫尔人，计

注：所有情境都包含社会稳定程度参数操纵，Pn∈(40，30，20，10)。

表1 模拟情境

派别倾向干预策略

无干预：A(2)，B(2)，N(2)

弱干预：A(3)，N(3)

强干预：A(6)

情境

1
2
3
4
5
6
7
8
9

社交媒体

无

有

有

无

有

有

无

有

有

信任程度(T)
主流(0.02)

主流(0.02)=社交、他人(0.02)
主流(0.005)＜社交、他人(0.05)

主流(0.02)
主流(0.02)=社交、他人(0.02)

主流(0.005)＜社交、他人(0.05)
主流(0.02)

主流(0.02)=社交、他人(0.02)
主流(0.005)＜社交、他人(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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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其移动方向和观点变化，完成全部1000人的计算，

实现一次迭代，以迭代500次为一轮。测量以每轮迭

代开始时指标值为初始值，迭代500次后的值为结束

值，从初始到结束变化率为100*(结束值-初始值)/初
始值，数据分析使用20轮运行的均值。

四、模拟结果与发现

(一)模拟结果

表 2显示了 9个情境中三个极化指标变化率。

篇幅所限，仅报告Pn=40和Pn=10条件下的结果。⑥

不同干预策略下，变化率最高者用方框线标出，最低

表2 九种情境中三个极化指标的变化率

无干预

观点距离

派别人数

极端者数

弱干预

观点距离

派别人数

极端者数

强干预

观点距离

派别人数

极端者数

Pn
40
10
40
10
40
10

Pn
40
10
40
10
40
10

Pn
40
10
40
10
40
10

情境1(无社交媒体)
初始

140.77
110.58
588.75
891.5
67.05
98.55

情境4(无社交媒体)
初始

140.03
110.24
590.8
898.25
62.95
94.94

情境7(无社交媒体)
初始

140.48
110.65
592

891.95
62.8
97.2

结束

149.49
133.50
361.45
935.4
89.7
172

结束

137.13
116.06
277.5
876.43
58.35
95.4

结束

160.47
171.33
828.1
1000
206.06
407.4

变化％

6.2
20.73
-38.61
4.92
33.78
74.53

变化％

-2.07
5.28

-53.03
-2.43*
-7.31
5.56

变化％

14.23
54.84
39.88
12.23
228.12
318.14

情境2(有社交媒体)
初始

140.77
111.25
588.35
895.4
66.3
96.25

情境5(有社交媒体)
初始

140.71
109.61
597
896.3
66.65
91.8

情境8(有社交媒体)
初始

139.97
110.98
600.25
891.05
63.5
92.4

结束

139.27
128.03
348.85
930.6
56.8
120.9

结束

125.02
112.08
311.4
887.75
35.55
75.35

结束

155.15
164.92
813.39
994.95
170.45
350.85

变化％

-1.07*
15.08*
-40.71
3.93*

-14.33*
25.61*

变化％

-11.15*
2.25*
-47.84
-0.95

-46.66*
-17.92*

变化％

10.85*
48.60*
35.51
11.66
168.43
279.719

情境3(#有社交媒体)
初始

144.44
110.37
592.35
896.75
65.65
93.85

情境6(#有社交媒体)
初始

141.44
110.70
596.35
892.6
66
98.1

情境9(#有社交媒体)
初始

140.92
110.01
595.7
892.9
64.65
94.3

结束

165.63
169.55
160.3
966.6
96.5
632.1

结束

156.8
160.97
171.85
936.2
71

502.9

结束

170.35
184.12
374.6
940.45
172.2
737.5

变化％

14.67
53.62

-72.94*
7.79

46.99*
573.52

变化％

10.86
45.41
-71.18
4.88
7.58

412.64

变化％

20.88
67.37

-37.12*
5.33*

166.36*
68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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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逆转最明显)者用*号标出。#号表示主流媒体失

信情境。

(二)发现

1.发现一：社会稳定程度对舆论极化的影响

无论有、无社交媒体，也无论实施哪一种干预策

略，比较9种情境中社会稳定(Pn=40)与社会失稳(Pn=
10)条件下指标均值，社会失稳都更为明显地推助了

极化倾向(图2)。
2.发现二：社交媒体对舆论极化的影响

比较无社交媒体(情境 1、4、7)和有社交媒体(情
境 2、3、5、6、8、9)的 9种情境中，无论干预策略，无社

交媒体更可能增加对立观点距离和派别人数，但社

交媒体明显推助了极端者增长(图3A)。值得注意的

是，当排除了主流媒体失信的特殊情境(情境3、6、9)，
社交媒体便有效抑制或逆转了所有三个指标极化倾

向(图3B)。因此，社交媒体与极化是有条件的，二者

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在主流媒体保持信誉的条件

下，社交媒体更可能抑制极化倾向。

3.发现三：干预策略对舆论极化的影响

无论社会稳定程度，社交媒体是否存在，比较三

种干预策略，强干预(情境7、8、9)更可能推助极化倾

向，无干预(情境 1、2、3)次之，弱干预(情境 4、5、6)更
可能抑制或逆转极化倾向(变化率为负)(下页图 4A)。
不过，若将比较限定在有社交媒体情境中(情境2、3、
5、6、8、9)，强干预(情境8、9)逆转了派别人数增长趋势，

却也明显加大了观点距离和极端者数量(下页图4B)。
整体上，强干预积极效果不彰。

4.发现四：主流媒体信誉对舆论极化的影响

比较无社交媒体/主流媒体保持信誉(情境 1、4、
7)，社交媒体/主流媒体保持信誉(情境2、5、8)，社交媒

图2 9种情境中社会稳定程度对极化指标变化率均值的影响

图3 社交媒体对极化指标变化率的影响

A：9种情境中社交媒体对极化指标
变化率均值的影响

B：主流媒体保持信誉情境中社交媒体
对极化指标变化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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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主流媒体失去信誉(情境 3、6、9)条件下的 18组可

比指标，社交媒体/主流媒体失去信誉条件下(*号表

示)下最可能推助极化倾向(图5)。
五、讨论

基于上述发现，我们得以回答本研究的中心问

题，并讨论莫尔社会的舆论演变机制。

(一)回答研究问题

1.社交媒体与舆论极化是否有必然关系

在莫尔社会中，社交媒体与舆论极化没有必然

联系。如发现二表明，与无社交媒体相比，社交媒体

存在更可能抑制乃至逆转极化倾向。在主流媒体保

持信誉的情境中，社交媒体化解极化的作用更为明

显(图3B)。
2.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社交媒体应对舆论极化

和社会分裂负责

莫尔社会中，舆论演变是多因素交互作用的过

程。如发现一、三和四表明，社会稳定程度、对主流

媒体的干预策略和信任程度都可能发生影响。发现

二、四则显示，在主流媒体失信条件下，社交媒体更

可能推助对立观点距离，尤其是大幅度推动极端者

数量的增长(图3A，图5)。
(二)机制分析

ABM模拟关注涌现，“涌现”暗示结果的出人意

料，而“出人意料”是说人们难以理解“为什么计算规

则的组合会带来这样，而非那样的结果”(Duffy，
1998)。因此，我们有必要分析莫尔社会舆论演化的

计算机制，不仅为解释模拟结果，也期望为理解现实

问题带来启示。

1.为什么社会稳定程度是影响舆论演化的基

础：初始派别效应

初始状态，模型把N派观点在观点数轴上分布

的宽窄(因此，N派在莫尔人中所占比例)作为划分派

图4 干预策略对极化指标变化率的影响

B：干预策略在社交媒体情境中对极化指标变化率的影响A：干预策略在9种情境中对极化指标变化率的影响

图5 比较主流媒体信誉与否对极化指标变化率均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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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标准和社会稳定程度的指标(图1)。按照随机行

走(random walk)原理，社会稳定时(Pn=40)，人数占比

大的N派有更多随机影响他人的机会；社会失稳时

(Pn=10)，人数占比大的 A、B 派有更多机会影响他

人。因此，若不考虑其他变量的影响，这种初始派别

划分对极化有决定性影响，我们称之为初始派别效

应(图 2)。这一发现与常见的社会学、政治学理论相

符：中间派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稳定社会更可能逆转

极化趋势。

2.为什么社交媒体有助于抑制舆论极化：主流

媒体极端倾向效应

模型中，主流或建制派媒体的影响范围覆盖全

境，派别倾向也设定为派别观点的极端值。然而，个

体观点与外部观点距离太大，超过 LA，外部观点影

响力便会消失(公式 1)，这限制了主流媒体极端派别

倾向对观点温和者的影响。具体言之，在无社交媒

体条件下，各派别成员，特别是观点极端者，最可能

受到本派主流媒体的影响，造成A、B派成员和极端

者数量增长。在有社交媒体条件下，由于社交媒体

观点随环境变化，覆盖面较宽广，分解了主流媒体极

端倾向的影响，减少了温和个体向极端转变的机会，

在N派主流媒体存在的无干预和弱干预条件下更为

明显。在强控制条件下，由于N派主流媒体消失，A
派主流媒体对B派成员的影响相当有限，B派极端分

子反而得到增长机会。

为了验证这一效应，我们操纵主流媒体派别

观点(A媒体观点=[100、95、85、75]，B媒体观点=[-75、-85、-95、
-100)，N派媒体观点保持不变，即N媒体观点=[0])。使用

Pn=10条件下极端者数量变化，图6(A、B、C)展示了验

证结果。

图6 主流媒体极端派别倾向强度对极端者数量的影响

A：无干预、社会失稳条件下主流媒体
派别倾向强度对极端者人数的影响

B：弱干预、社会失稳条件下主流媒体
派别倾向极端程度对极端者人数的影响

C：强干预、社会失稳条件下主流媒体
派别倾向极端程度对极端者人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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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什么弱干预(而非强干预)策略更能有助于

抑制舆论极化：主流媒体极端倾向效应

由于模型将干预策略与主流媒体派别倾向和数

量联系在一起，主流媒体的极端倾向会直接影响干

预策略的结果。在强干预条件下(情境 7、8、9)，虽然

A派占据所有6个主流媒体，增加了A派的成员和极

端者，因为主流媒体的极端倾向效应，B派中许多成

员难被A派媒体影响，B派成员数量虽有损失，却极

端者颇多，不失强悍。而那些距离A派观点较近，原

本可制衡极化的N派受到A派媒体更多影响，连失

城池。在弱干预条件下(情境 4、5、6)，虽然B派主流

媒体不复存在，由于N和A主流媒体数量一样，不但

N派成员有机会保持中间观点，与N派相对接近的B
派成员也可能向N派靠拢，导致N派人数和坚定者

大增，并削弱B派，使之无法与A派势均力敌(图 7)。
如果强干预策略的目标是强化A派，抑制B派，比之

于弱干预，强干预的效果远非理想。

4.为什么主流媒体失信时社交媒体明显推助舆

论极化：社交媒体的极化推助效应

主流媒体是莫尔公民的共享信源，当其信誉跌

落，影响力削弱，社交媒体的影响力相对提升。由于

其扩张的基本动力是派别化信息选择，在主流媒体

失信条件下，社交媒体对极化的推助难以避免。如

表 1所示，横向比较 18组变化率中，失信条件下(情
境3、6、9)，13组表现最差(增长率最大)。我们称之为

社交媒体的极化推助效应。

令人好奇，失信情境中，无干预和强干预带来某

种类似的后果：A和B派人数增长率接近，两派极端

者数量均大幅度增长，超过半数莫尔人口，而弱干预

策略有相对更好的表现。在 Pn=10条件下，图 8(A、

B、C)显示了这一模式。

这是主流媒体失信和极端倾向交互作用带来的

结果。在失信条件下，一方面，由于影响力削弱与极

端派别倾向效应叠加，主流媒体对他派温和成员的

影响式微，改变他派成员立场十分不易，但仍有可能

对本派别极端者产生一定影响，为本派极端者增加

提供条件。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的极化推助效应使

莫尔人更可能依据派别聚集，强化信息茧房，不断制

造极端者。在无干预和强干预条件下，这种舆论演

化机制相仿，都易于带来A派与B派成员双峰对峙

(两派成员数量增长有限，数量差别也有限)和极端者

势均力敌(两派极端者数量很大，但数量差别有限)的
局面。据此可知，当社会共享信源影响力减弱，社交

媒体的极化推助效应得以放大，无干预和强干预得

到某种殊途同归的后果。前者或可解释特朗普治下

的美国社会(情境 3)，后者或与颜色革命时埃及的情

形接近(情境9)。
(三)莫尔国的启示

第一，社会稳定对于舆论极化和社会分裂有最

重要的影响。虽然在许多国家，社交媒体与舆论极

化同步出现，但前者应不是后者出现的根本原因，初

始派别效应解释了这一现象。有趣的是，考兹恩

(Iain Couzin)等人在对动物(鱼类)实验结果的模拟中

也显示，不具明确选择偏好(中间派)的个体数量越

图7 干预策略对派别成员和极端者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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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社会性选择极化越可能被抑制(Couzin，et.al，2011)。
第二，干预策略带来效果与干预的力度没有直

接相关关系。许多情境中，力度最大的强干预更可

能带来最消极的后果。这一结果和建制化或主流媒

体极端倾向效应有关。弱化极端倾向，避免强干预，

或能提高主流媒体影响力，抑制极化趋势。

第三，当作为社会共享信源的建制派或主流媒

体影响力低迷，社交媒体推助极化效应放大，尤其可

能带来极端者数量大幅度增加。极端者增加常被视

为少数原教旨主义者能够带来社会动荡的动力机

制。即便初始数量不多，由于极端者不易被他人影

响，却能有力地影响他人，通过不断迭代互动，他们便

有机会改变社会舆论的分布模式(Tanford & Penrod，

1984；Deffuant，Amblard，Weisbuch & Faure，2002)。
(四)模型的局限

由于学养不足，也因为模拟方法本身的限定，莫

尔国模型有明显的局限性。

与复杂的现实世界相比，模拟仅能使用很少的

变量，可能导致模拟结果的局限或片面。例如，莫尔

模型使用对政治议题的观点来划分派别。议题性质

并不同，人们观点的强度也会不同。例如，比之于对

吸烟者处罚条例的争辩，涉及政治体制或宗教信仰

的争辩可能更为激烈。使用抽象化的“政治议题”，

模型会湮灭不同议题之间极具意义的差别。遗憾的

是，在莫尔模型中，这样的抽象和简化可以列出一份

颇具长度的清单。

A：主流媒体失信条件下干预策略对观点距离的影响 B：主流媒体失信条件下干预策略对 派别人数的影响

C：主流媒体失信条件下干预策略对极端者数量的影响

图8 主流媒体失信时干预策略对极化指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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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模型还省略了有关信息传播的许多细节考

虑。例如，经验证据显示，对于是否接受外部信息，

信息质量(如新闻的表达方式)有明显影响，好故事可

能弱化派别界限，被更多人接受。遗憾的是，莫尔模

型假定所有信息具有同等质量，完全回避了信息质

量变量，尽管我们知道，出色的故事和糟糕的故事，

常会有云泥之别的影响力。

我们也十分清楚，设定某些不变的参数或计算

规则也会有过度简化的危险。例如，模型设定莫尔

人的信息接受阈值(LA)为100，意在既体现出观点差

异太大会降低信息说服力的认知原理，也考虑到算

法使用观点数轴计算观点的变化，阈值定位于此，使

个体能够多少受到他派观点影响，也能够拒斥对立

派别中趋于极端的观点。事实上，在把LA降低为20
的实验中，我们发现，初始派别效应变得十分强

大，大量莫尔人会固守初始设定的派别观点。换言

之，被视为“收敛因素”(convergency factor)的LA决定

着一个莫尔人，乃至整个莫尔社会是宽容，还是偏狭

(Laguna，Abramson & Zanette，2003)。如果能参考经

验数据来分配宽容与偏狭个体在莫尔人中的比例，

模拟结果应该会更接近真实。遗憾的是，我们没有

这样的数据可供参考，也难以在有限篇幅里再模拟

一些操纵LA变化情境。

即便仅使用目前的变量，莫尔模型也能够模拟

出远多于本文提供的情境。例如，过往研究表明，操

纵行动者数量和行动空间大小，都可能影响模拟结

果(Bekoff，1984)。又如，模型仅操纵了主流媒体失信

的情境，若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都失去信誉的时候，

舆论演化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再如，除了干预主流

媒体，若强干预伸延到对社交媒体派别倾向的控制，

将派别观点传播严格限定在个体之间，舆论演化又

会现出什么样的样貌？还可以想象，如果莫尔国受

到外部攻击(系统边界被打破)，在原有派别认同之

外，几乎可以肯定，莫尔人会强化共同的莫尔身份认

同，如此，派别认同与莫尔认同的交互作用会对舆论

演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虽然许多情境都值得模拟，但如伯纳比尤(Eric
Bonabeau)所言，“一个ABM模型只能服务于一个意

图”，且“只能建造在一个适当的层面，使用适当的细

节来实现意图”(Bonabeau，2002)。
六、结语

将真实世界高度简化，模拟制造出现实中难以

操纵的情境，企望为理解已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现

实问题提供启示。困境在于，简化带来清晰，却可能

建造起不具现实解释力的空中楼阁，而引入大量变

量，制定复杂规则，使模拟更接近经验世界，却可能

遮蔽社会模式的涌现过程，使模拟失去原本的意义。

在对此类困境的反思和争辩中，许多研究者主

张，模拟的目的是使用经验证据描述和预测现实，预

测准确性因此是判断模型优劣的根本标准。另一些

研究者相信，模拟可视为思想实验，与现实没有直接

的实用关系(Macy & Wilier，1984；韩军徽，李正风，

2018)。例如，谢林并未宣称找到了造成种族隔离的

现实原因，而仅是在逻辑意义上证明，种族隔离可

以由种族主义之外的动机来解释。阿克塞尔罗德

(Robert Axelrod)对文化散播现象的经典模拟也可纳

入这一思路(Axelrod，1997)。
近年来，更多研究者力图把模型更严格地建立

在经验证据(如实验发现或大数据挖掘结果)之上，追

求模拟系统与真实系统的契合(Johnson，et.al，2019；
Couzin，et.al，2011)。与此同时，关注理论(甚至是非

量化理论)逻辑的模拟也并行存在。与文字表达的

理论相比，计算程序更严格清晰；与受具体语境限制

的经验证据相比，模拟更具可操纵性。对理论逻辑

的模拟不但能够在更少歧义的条件下检验已有理

论，也可能通过操纵不同情境来调整、扩展理论，乃

至提出新理论(Gibert，2004)。
本研究试图检验相关经验证据中包含的理论逻

辑，即 SOS。由于 SOS凸显信息自主选择与舆论极

化的密切关系，莫尔模型便刻意强调了派别观点和

身份认同在信息选择中的作用，以求在有利于 SOS
的条件下检验其逻辑可信性。结果显示，选择性接

触和分享未必带来舆论极化，SOS的逻辑因此值得

质疑。如同许多模拟研究的发现一样，莫尔模型

不宣称它能预测真实系统的必然运行趋势，但它显

示出自主信息选择和舆论极化之间的因果链条并不

存在。

就此而论，本研究更接近班克斯(Steven Ban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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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对社会模拟所下的定义：计算实验(computational
experiment)。他们主张，一个好的计算实验不是因为

它是一面精确反映现实系统的镜子，而是因为它能

产生出有强大逻辑力量的观点(a fortiori)。计算实验

甚至会有意与现实保持距离(想一下心理或行为实验

中那些为了解释变量关系而设定的奇怪情境)，以获

得现实中没有或尚未出现，但具有逻辑可能性的情

境。在模拟了尽可能多的情境后，那些在不同情境中

都保持强健(robustness)的结果，才可能有机会解释和

对抗真实社会系统的复杂多变 (Bankes，Lempert &
Popper，2002)。

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莫尔国模拟所针对的是技

术演化带来的适应性问题。从学会打造石斧开始，

为了适应环境，人类不断创造硬技术或软技术，但这

些技术与人类的关系常会变化，从适应环境的工具

变化为需要被再去适应的环境中的一部分，农业耕

作、国家、武器、药物、以及核武器、人工智能、基因改

造等等，都在此列。如果说，我们有天然的确认偏

见，有难用理性控制的派别身份认同，当新媒体大幅

度改变了社会信息流动的结构，允许以前所未有的

大尺度来挥霍这些由自然和历史演化带来的禀赋，

我们能否做出适应性选择，躲避被派别争斗撕碎的

命运？莫尔国的故事讲述了一种积极的可能性。

注释：

①模拟中行动者数量依据研究意图和计算便利设定。我

们设定行动者数量为1000，便于数量足够加以派别分类，也避

免数量巨大，计算时间过长。

②由于模型给出了莫尔人总体和派别分布，初始状态采

用均匀分布而非正态分布。平均分布避免了参数估计等与研

究目的无直接关系的细节，更为直观易解。

③划分派别观点区间时，方括号[]表示闭区间，包含端点

值；圆括号()表示开区间，不包含端点值。

④例如，Oi=50，属于A派，阈值 LAi=100，他方观点值=
-45，两个观点的差别为 94，而 50+45＜100，故Oi会受到他方

影响。若Oi=95，属于A派中的极端者，而95+45＞100，故Oi不
会受到他方影响。依据社会判断理论(Social Judgment Theory，
SJT)和过往模拟研究，外部信息与个体原有观点差别超出接受

阈值，个体观点很难受到影响。参见Hovland，Harvey & Sherif

(1957)，Jager & Amblard(2004)：Laguna，Abrarnson & Zanette
(2003)，Alvarez-Galvez(2016)。

⑤例如，当Pn=40，中间派别N分布在观点数轴(-40，+40)，
如果莫尔公民 i的观点值Oi=40，位于A派分布范围内观点值

最小的边界，而 A派极端观点值=100，则有 a=50+[50/(100-
40)]-[40-40]=50。如果DIFFij＞=0，IDi=a=50；如果DIFFij＜0；
IDi=a-100=-50，两者绝对值相同，意味着Oi朝A派极端观点

方向的改变和朝与此相反的方向的改变难易程度相同。如

果 i 的 A 派观点值较大，Oi=70，则 a=50+[50/(100-40)]-[70-
40] =75。如果 DIFFij＞=0，IDi=a=75；如果 DIFFij＜0；IDi=a-
100=-25，绝对值明显小于75，意味Oi更易于朝正向，即A派极

端观点方向改变。当Pn=40，莫尔公民 i观点值Oi=-40，在B派

分布范围内观点值最大的边界，而B派极端观点值=-100，则
有 a=50+[50/(|-100|-40)]*[|-40|-40]=50，如果DIFFij＞=0，Idi=
100-a=50，如果DIFFij＜0；IDi=-a=-50，两者绝对值相同，意味

着Oi朝B派极端观点方向的改变和朝与此相反的方向的改

变难易程度相同。如果 i的B派观点值较大，Oi=-70，则=50+
[50/(|-100|-40)]*[|-70|-40]=75；如果 DIFFij＞=0，IDi=100-a=
25；如果DIFFij＜0；IDi=-a=-75，绝对值明显大于25，意味着Oi

更易于朝负向，即B派极端观点方向的改变。

⑥对 Pn=40、30、20、10的测量结果显示出稳定的极化模

式。需要原始数据请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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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Media & Opinion Polarization in an Artificial Society: An Agent-Based Modeling

Ge Yan Qin Yulin Zhao Hanqing

Abstract：It has been much concerned that social media, characterized by ideology-based selective exposure,
would polarize public opinion, intensify partisan conflict, and divide the society. Using Agent-based Modeling(ABM)
to simulate opinion evolution in an artificial society, Moore State, this study is an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
ship of social media with opinion polar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e results show:(1) There is
no causal connection between social media and polarization; (2) Social stability, media intervention, and credibility of
established mainstream media would all contribute to the outcomes of opinion evolution;(3) Only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social instability and damaged credibility of mainstream media, social media could increase the opinion polarization
markedly. The emergence of the opinion polarization, the limits of this simulation, and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ABM approach a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social media; selective exposure; opinion polarization; Agent-Based Modeling; social simulation

··68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Evaluation Warning : The document was created with Spire.PDF for .NET.


	社交媒体必然带来舆论极化吗：莫尔国的故事

